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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黄河三角洲湿地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强度

杨 薇，靳宇弯，孙立鑫，孙 涛，邵冬冬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水环境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5）

摘要：提出了一种基于生产可能性边界（PPF）的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强度计算方法，包括湿

地生态系统服务定量评估、权衡关系判定、PPF曲线绘制和权衡强度计算四个步骤。以黄河三

角洲湿地为研究对象，对保护情景、现状发展情景及开发情景三种土地利用发展模式下的主导

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了定量化权衡分析。结果表明：各生态系统服务间呈现显著相关关系（R2≥
0.9，P<0.01），各发展情景下，栖息地质量与碳储量之间均为协同关系；物质生产与栖息地质量

间均为权衡关系，排序为保护情景<基期<现状发展情景<开发情景；而对于物质生产与碳储量

之间，在保护及现状发展情景下存在协同关系；而开发情景下转变为权衡关系。该模型通过灵

活比较不同生态服务间权衡关系分析进行系列管理规划的方案优选，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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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系统提供着物质生产、涵养水源、土壤保持及生物栖息地等重要生态系统服务

与功能。然而伴随着对湿地开发利用的加剧，湿地的类型、数量及生态系统服务也发生

着相应的变化[1]。当一种服务以减少另一种服务为代价而得到加强时，就产生了生态系统

服务权衡[2-4]。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问题成为生态学领域研究热点之一，越来越多的学

者致力于该方面研究[5-7]，并多关注时间权衡、空间权衡、可逆权衡等。权衡分析是探索

多生态系统服务间相互作用、趋势和驱动力的方法，有助于深入了解作用机理及生态系

统管理动态[8]。当前的研究工作多通过相关分析或聚类分析对多重生态系统服务关系进行

定性分析或空间叠加识别，明确了诸如物质生产与固碳，生物量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权

衡；调节服务与支撑服务之间的协同等[9-11]。然而定量化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关系的研

究尚不多[3]。Bradford等[12]采用均方根误差法评估了多重收益之间的权衡，将权衡大小量

化为不同的收益与平均收益之间的距离。McCarthy等[13]采用水的利用效率定量化不同树

种用水灌溉与减少碳排放之间的权衡。饶胜等[14]以生物量为关键变量，采用不同草地生

物量利用率带来经济价值的极值点来构建草地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模型。现有的生态系统

服务间的定量化权衡方法，多针对特定生态系统开展[14]，其普适性与推广性有一定局限

性；同时也缺乏变化的权衡关系分析，已有研究和实践证明，权衡可以通过一些管理手

段的改进减小或消除，甚至转变为协同。

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Possibility Frontiers, PPF）为权衡关系的定量化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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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思路，它是经济学概念，用来表示经济社会在既定资源和技术条件下所能产生

的各种商品最大数量的组合[15]，基于此方法可以定量地描述不同组合之间的权衡强度[16-17]。

PPF可以直观显示不同服务之间的权衡，但不能直接量化权衡强度。本文在量化评估湿

地主导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的基础上，分析各服务两两间的相关关系及权衡模式，得

到两两权衡的PPF曲线，构建生态系统服务间权衡强度指数，计算两两服务间的权衡强

度，并以黄河三角洲为例，分析该区域在不同土地利用情景下主导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

强度，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间权衡强度模型的构建

本文提出的不同生态系统间权衡强度计算框架如图 1所示。首先利用GIS平台，采

用 InVEST模型或市场价值法等定量计算研究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可以为物质量、价值

量或能值等；其次通过典型相关分析确定各生态系统服务两两之间是否存在权衡；然后

对于存在权衡关系的生态系统服务，绘制其生态系统服务间的PPF关系曲线；最后构建

基于PPF曲线的权衡强度指数，定量化计算各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强度。

1.1.1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模型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发生改变的重要驱动因素。在研究区域土地

利用/覆被分类的基础上，分析湿地土壤保持能力、蒸散量、植物类型、总生物量和净初

级生产力，采用 InVEST模型定量化模拟各生态系统服务[11]。InVEST模型是由斯坦福大

学、大自然保护协会、世界自然基金会等机构共同开发的可以定量化评估当前状态和未

来情景下生态系统服务的量和价值，可提供空间化模拟结果。具体可以模拟陆地、水域

及海洋系统的诸如碳储量、栖息地质量、渔业、滨海蓝碳、滨海脆弱性及海洋水质等各

类服务，也可用于模拟大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18]。对于 InVEST模型无法计算的服务类

型，可采用市场价值法、条件价值法、影子价格法等进行量化分析，并ArcGIS的空间分

析工具进行相关服务的空间化分布。

图1 不同生态系统间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强度计算框架

Fig. 1 Framework for evaluation of the trade-off intensity among pairs of ecosystem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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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生态系统服务两两之间权衡关系分析

在特定分辨率要求下，提取研究区域每个栅格的各类生态系统服务数值，以获得足

够的数据样本来分析两两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关系。当待分析的两类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生物量、价值量或能值等）服从正态分布（可选用Kolmogorov-Smirnov检验）时，

计算其Pearson相关系数（r）；当其中一类不符合正态分布时，计算其Spearman秩相关系

数（ρ）；若两种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或ρ<0，P<0.05）时，表明

它们之间存在权衡。相反，当两个服务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时，则表现出协同作用。对于

表现出权衡的两种生态系统服务，进一步量化其权衡强度。

1.1.3 PPF曲线的绘制

对上述提取的每个栅格生态系统服务值按照式（1）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Xs = X/Xmax （1）

式中：Xs为给定栅格中某一类生态系统服务的标准化值，该值介于0到1之间；X为该栅

格中某一类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值；Xmax为所有栅格中某一类生态系统服务的最大值。

进一步对所有类型生态系统服务的标准化值进行叠加汇总，得到该栅格对应的总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将总服务价值按升序排列，利用排序结果确定能提供最大值的生态系

统服务组合；选用数据组合绘制PPF曲线，该曲线可表示两类生态系统服务的最佳权衡

价值。

1.1.4 权衡强度指数的计算

假定权衡移动的最终方向是达到两种服务的最优组合值，那么这种最优状态就可以

认为是平衡状态，而且给定条件下只存在一种平衡状态，即只能获得一条PPF曲线。基

于此假设，采用两种生态系统服务均值对应的点到PPF曲线的最短距离来代表权衡强度

指数的值，即权衡强度指数。这里，P 代表两种生态系统服务均值对应的点，坐标为

（x0, y0），如果PPF曲线的表达式为y=f(x)，那么该曲线上任意一点的坐标为（x, f(x)），如

图1中所示。因此，P，Q之间的距离为：

DPQ = |P(x0, y0)-Q(x, f (x))| = (x0 - x)2 +(y0 - y)2 （2）

因此，权衡强度指数计算公式为：

DPQ min = min{|P(x0, y0)-Q(x, f (x))|} = min{ }(x0 - x)2 +(y0 - y)2 （3）

式中：DPQmin的值越大，权衡强度就越大；DPQmin的值越小，权衡强度就越弱。类似的，如

果面对同时考虑三种生态系统服务的情况，权衡强度指数可以用三种生态系统服务均值

对应的点与最优状态对应的三维曲面的最短距离来计算，但本文仅计算两两之间权衡。

1.2 研究区概况

黄河三角洲位于山东省东营市的黄河入海口处，北邻渤海，东靠莱州湾。地理坐标

为118°60′~119°3′E、37°60′~38°20′N。黄河三角洲是中国最大最年轻的河口湿地，是世界

上大型三角洲地区最活跃的陆—海交互区之一（图2）。黄河三角洲在1976年黄河改道后

由携带的泥沙冲淤而成，随着大量泥沙的运输，三角洲每年以 2~3 km的速度向渤海推

进，形成大片新增陆地，尤其是在渤海与黄河相会处形成了大面积浅海滩涂和湿地。

黄河三角洲国家自然保护区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季节分明，雨热同期，年平均

降水量和年平均蒸发量分别为551.6 mm和1962 mm。区内生态景观别具一格，生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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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为丰饶，仅水生生物就有大约 800

多种，植物 400余种[19]。区内自然植

被覆盖率达 55.1%，是中国沿海最大

的新生湿地自然植被区。自然植被类

型丰富，包括盐生灌丛、典型草甸、

盐生草甸、草本沼泽、落叶阔叶林及

水生植被[20]。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自 90 年

代建立以来，在保护新生湿地生态环

境和珍稀濒危生物等方向上贡献显

著，是丹顶鹤在中国越冬的最北界和

世界稀有鸟类黑嘴鸥的重要繁殖地，

并且成为东北亚内陆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的重要“中转站”和越冬、繁殖地 [21]。然

而，由于气候变化和人为影响，黄河泥沙年淤积量在过去几十年逐渐下降[22]，黄河三角

洲的淡水湿地退化，生物多样性和土壤质量都受到缺水和盐分胁迫加剧的威胁，表现为

植被逆向演替，水鸟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

1.3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

1.3.1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

黄河三角洲湿地提供了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如物质生产、碳储量、栖息地质量、

气候调节、洪水削减和旅游业等[23]。参考以往关于黄河三角洲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研究

成果[24]和资料收集情况，本文选择三个主要的生态系统服务（物质生产、碳储量及栖息

地质量）进行评价，并探究它们之间的权衡。

利用 InVEST 3.1.1 平台构建了黄河三角洲湿地栖息地质量和碳储量的时空模拟模

型。InVEST模型的 carbon模块[25]用来评价黄河三角洲不同地类上一定时间跨度内的碳总

存储量，模型的输入数据包括不同年代的土地利用/覆被栅格图（Raster格式）以及研究

区域不同地类对应的四种碳库（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土壤碳库及死亡有机质）的

碳密度（t/hm2），碳储量由四种碳库的平均碳密度乘以各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的面积计算

所得。栖息地质量模块[26]输入的数据包括土地利用/覆被栅格图、威胁图层、威胁因子得

分表及不同地类对威胁因子的敏感性。

物质生产价值是指研究区域内产生的物质生产服务价值，主要包括粮棉价值、芦苇

价值、水产品价值、原盐价值及经济林价值，采用市场价值法获得。

1.3.2 数据来源

土地利用数据由1989年8月、1998年4月、2008年5月、2015年5月四期SPOT 5卫星

图像，采用面向对象法和目视解译相结合的方法获得，解译精度为20 m。碳模块的输入数

据参考相关文献获得，包括植物地上和地下部分碳密度数据[27-31]，土壤碳密度数据[31-33]和凋

落物有机碳密度[27,31]，汇总后得到研究区域湿地碳库表。栖息地评价模块的输入数据栖息

地威胁因子和敏感性分析表来自调查问卷数据（问卷共发放30份，回收23份，调查对象

为黄河三角洲国家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和国内湿地及鸟类专家）。相关经济社会数据此部分

数据来源于国家及山东省、东营市统计年鉴及政府网站数据以及相关文献数据，经过处

图2 研究区域示意图

Fig. 2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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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后得到各类物质生产服务产品的单产量及市场均价。

1.4 情景设置

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的改变可以导致生态系统服务的改变，管理规划方案的科学性会

极大的影响土地利用情况。在进行情景设置之前，根据相关文献[34]及专家讨论意见，确

定了研究区域关于未来土地利用发生变化的利益相关者的选择偏好，结合黄河三角洲地

区发展现状及相关规划，以2015年为基期，设置了2020年的三种发展情景。

情景一：保护情景

该情景下研究区域湿地景观得到充分的保护，人类活动不会加强，只允许生态系统

向更自然的状态转化（如退耕还湿）的情况。保护情景下，不同地类的优先顺序为：植

被覆盖区域、湿地、水体，其次是裸地、人类活动区域，因而部分围垦耕地将转化为植

被，部分淡水养殖区将转化为植被，部分海水养殖区将转化为滩涂。

情景二：现状发展情景

该情景也称为Business-as-Usual（BaU）情景，在该情景下研究区域的土地利用处于

当前的开发与保护程度下，一直延续到2020年。以边保护边发展为原则，加强可持续发

展能力建设，例如，适度的城市化建设，增加林地，而严格保护区域包括核心区和实验

区不受影响，不发生变化。

情景三：开发情景

在开发情景下研究区域关注社会发展需求，应利益相关者要求主导围填海活动强度

增强。在该情景下，不同地类的优先顺序为：主导围填海活动（防潮堤建设、港口建

设、围垦养殖）、其他人类活动、植被、水域等，并根据相关规划要求设定围填海活动面

积。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开发情景下，黄河三角洲国家自然保护区最重要的核心区域

仍然应该得到保护，不纳入开发范围。

2 结果分析

2.1 不同发展情景下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空间分布

图3分析了三个不同发展情景下，基期（2015年）和未来（2020年）土地利用/覆被

类型的分布情况。BaU情景与基期（2015年）相比，裸地面积增幅最大为 76.5%，其次

是盐产田和居住区，增幅分别为53.1%和39.2%；而滩涂面积减少最多为97.7%，其次是

水库坑塘（72.5%）、油田（54.6%）和翅碱蓬（54.1%）。在保护情景下，养殖塘和农田

的面积几乎为0，芦苇、滩涂、林地的面积分别是基期的2.43倍、7.60倍、3.70倍，其他

地类的面积变化极小或不变。开发情景下，裸地、农田、翅碱蓬、柽柳的面积较基期减

少了51.34%、70.68%、22.92%、32.45%、98.72%，其他地类面积变化极小或不变。具体

对比见图4。

2.2 不同情景下主导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布

2.2.1 碳储量

不同情景下的碳密度分布变化如图5所示，碳密度的最高值均为769.02 t/hm2，所属

地类均为林地；保护情景下，碳密度次高值为523 t/hm2，所属地类为互花米草；BaU情

景及开发情景下，碳密度次高值均为318 t/hm2，所属地类为芦苇；不同情景下的碳密度

最低值均为59.72 t/hm2，所属地类均为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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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统计了研究区域不同情景下的平均碳密度和总碳储量，如表1所示。研究区

域在保护情景和 BaU 情景下的平均碳密度值较基期均有增长，增长率分别为 10.39%、

2.46%，开发情景下则较基期减小15.28%；总碳储量在保护情景和BaU情景下较基期均

有增长，增长率分别为10.33%、2.42%，开发情景下则较基期减小15.31%。

2.2.2 栖息地质量

根据研究区土地利用和覆盖类型分类结果，选择水库坑塘、河流沟渠、近海水域、

图3 基期（2015年）与2020年不同情景下的土地利用类型图

Fig. 3 Original landscape in 2015 and the new land use/land cover in 2020 under the three scenarios

图4 不同情景下较基期（2015年）的土地利用面积变化

Fig. 4 Changes in the area of each land use/land cover under the three scenarios compared with the yea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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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涂、芦苇、翅碱蓬、互花米草、柽柳作为水鸟潜在栖息地，其他为非栖息地。非栖息

地的土地类型中，居民区、农田、油田、盐田、养殖塘、防潮堤、港口会对栖息地产生

威胁。

图6为不同情景水鸟下栖息地质量分布。其中，栖息地质量得分最高为1，出现在近

海水域和植被覆盖区域；在保护情景下，所有栅格得分平均值为0.87，较基期（2015年）

得到明显的改善；在BaU情景与开发情景下，所有栅格平均值分别为0.53和0.50，与基

期（2015年）相比，均有轻微下降（<10%）；在开发情景下，大规模的围垦养殖活动将

形成强烈的人为干扰，还将波及到周边的栖息地，影响水鸟的觅食和栖息，可以预见栖

息地质量得分将会进一步明显下降。

2.2.3 物质生产服务

不同情景下的物质生产服务价值分布如图7所示。不同情景下的物质生产服务单位

面积价值最低值均为 0，所属地类为非物质生产地类；最高值均为 6.64 万元/hm2，与

图5 不同情景下的碳密度分布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arbon density values under the three scenarios

表1 研究区域不同情景下的平均碳密度及总碳储量

Table 1 Average carbon density and total carbon storage under the three scenarios

平均碳密度/(t/hm2)

总碳储量/106 t

基期

209.63

7.84

保护情景

231.42

8.65

BaU情景

214.79

8.03

开发情景

177.60

6.64

图6 不同情景下的栖息地质量分布

Fig. 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habitat quality scores under the three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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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最低值和最高值相同。2015年研究区物质生产服务单位面积价值的平均值为

1.30万元/hm2，保护情景下为0.43万元/hm2，BaU情景下为1.19万元/hm2，均低于或略低

于基期；开发情景下为1.86万元/hm2，显著高于基期。

2.3 各类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分别对物质生产服务、栖息地质量和碳储量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非参数检验，

发现三个数据系列均不服从正态分布，因而采用Spearman秩相关性分析来识别两两生态

系统服务间是否存在权衡，分析结果如下图8所示。

结果表明，三种情景下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P<0.01；双侧检验）；三

种情景下物质生产服务和栖息地质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ρ|>0.16 （呈负相关），表明这些

服务之间存在权衡关系，但在保护情景下相关性较弱；栖息地质量和碳储量之间的相关

性系数ρ>0.17，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两者之间具有协同作用；保护情景和BaU

情景下，物质生产服务和碳储量之间为正相关，相关系数ρ分别为0.74、0.04，表示两者

之间具有协同作用；开发情景下物质生产服务和碳储量之间为负相关（ρ=-0.46），说明

开发情景下两者已转变为权衡关系。

2.4 各类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及定量化

按照本文构建的权衡强度定量化方法，绘制了不同情景下的两两生态系统服务之间

的权衡曲线，如图9所示。图中，P点代表两种生态系统服务均值对应的点，P1~P3则分

图7 不同情景下的物质生产服务价值分布

Fig.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terial production values under the three scenarios

注：M：物质生产；H：栖息地质量；C：碳储量。

图8 不同情景下研究区域3种生态系统服务的相关性

Fig. 8 The correlations (Spearman's rs) among the three ecosystem services under the three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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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对应于保护情景、BaU情景、开发情景下的均值点。归一化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组合

形成了下凹形状的权衡曲线。三种情景下物质生产服务和栖息地质量之间的权衡曲线基

本重合，差异较小。图9a表明物质生产服务和栖息地质量之间的PPF曲线可以分为2个

部分，靠上的部分是一条直线，因为每种服务归一化后的值最大为 1，当权衡相对较小

时，曲线变化很缓慢；当物质生产服务>0.6时，靠下的部分是凸起的，表明两种服务之

间权衡迅速增大。物质生产服务与碳储量之间只有在开发情景下存在权衡关系。

进一步计算了三种情景的物质生产服务和栖息地质量之间的权衡强度指数，和开发

情景下的物质生产服务和碳储量的权衡强度指数，结果如表2所示。

可以得出，物质生产与栖息地质量之间的权衡强度排序为：保护情景（6.4） <2015

年（21.8） <BaU情景（22.5） <开发情景（24.3）。只有在开发情景下，物质生产服务与

碳储量之间存在权衡，且其权衡强度（59.9）与2015年的权衡强度（60.3）大致相当。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定量化不同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强度对于生态系统修复与管理政策的制定具有重

要意义，也是当前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研究热点与难点。本文提出的湿地不同生态系统

服务间权衡强度定量化计算方法，对于科学指导生态系统服务最优化管理和区域可持续

发展战略具有一定支撑作用。

（1）本文提出的基于 PPF 曲线的权衡湿地不同生态系统服务间权衡强度的计算方

法，包括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定量评估、权衡关系判定、PPF曲线绘制和权衡强度计算四

个步骤。该方法相对于均方根误差法中，采用表征最优组合的PPF曲线替代了平均收益

图9 不同情景下的多重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曲线

Fig. 9 The trade-offs curve between multiple ecosystem services under the three scenarios

表2 不同情景下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强度

Table 2 Changes in the trade-off intensity index among the three ecosystem services under the three scenarios

权衡

物质生产与栖息地质量

物质生产与碳储量

权衡强度指数

2015年

21.8

60.3

保护情景

6.4

—

BaU情景

22.5

—

开发情景

24.3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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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1线”，更具有科学性和推广性。

（2）以黄河三角洲为案例区，对其现状发展情景、保护情景、开发情景等不同发展

模式下的三种主导生态系统服务间的关系进行了权衡强度分析。结果表明，各发展模式

下栖息地质量与碳储量之间存在协同关系和物质生产与栖息地质量之间存在权衡关系；

但物质生产与碳储量之间关系在不同发展模式下存在协同与权衡关系的转换。

（3）定量化了不同情景下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强度及其变化，揭示了不同围填海活

动强度对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的影响，为寻求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综合保

护与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科学依据。

3.2 讨论

3.2.1 基于PPF的权衡强度量化方法的科学性分析

基于PPF的权衡强度量化方法的提出，源于对Bradford等[12]提出的均方根误差法的

深入理解与分析。在均方根误差法中，将两两收益之间的权衡强度大小量化为不同的收

益与平均收益之间的距离，该方法被认为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定量化权衡强度的量度，这

里的平均收益就是两种功能的“1∶1线”，但该线不一定代表权衡的最优状态。而本文

选择PPF线替代“1∶1线”，即采用不同组合与最优组合之间的距离来表征不同情景组合

方案下两种服务间权衡关系的大小，具有科学性和推广性。此外，相对于薛慧采用伴随

服务的变化率与目的服务的变化率的比值来评估二者间的相对敏感性计算权衡强度的方

法[35]，基于PPF的方法在以寻求最优组合为目标的研究中更加有效。

3.2.2 不同管理方案对权衡强度的影响

根据物质生产与栖息地质量之间的权衡强度的排序结果，可以看出在保护情景下，

栖息地质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如加强生态修复措施等），物质生产服务要让步于这

一过程，因而经过恢复之后二者之间的冲突是最小的，也最趋于两种服务的最优状态。

BaU情景下，以边保护边发展为原则，物质生产和栖息地质量之间的权衡不断出现。在

开发情景下，大面积未利用的滩涂裸地均被用于围垦养殖，港区的扩建也占用了周边的

养殖塘、裸地和居民区，物质生产服务价值极大提高；同时，大量的滩涂消失造成鹤类

栖息地的迅速减少，强烈的人为干扰也导致已有的栖息地质量迅速退化，整个研究区域

的栖息地质量得分平均值迅速下降，导致开发情景下对应的两种服务平均值对应点P3向

右下方移动，距离最优状态（上部直线）更远，两种服务的权衡强度进一步增强。

只有在开发情景中，物质生产服务与碳储量之间存在权衡，其权衡强度略小于基期

（2015年）权衡强度。这是由于物质生产服务与碳储量之间的最优状态是二者同时达到

最大，各情景下的最优状态是一致的，即对应的权衡曲线位置保持不变；而开发情景下

研究区域物质生产服务平均值增加，碳密度平均值下降，导致两种服务平均值对应点P3

向右下方移动，距离最优状态（外凸曲线）更近，两种服务的权衡强度略有减弱。

3.2.3 权衡强度指数的管理意义

本文通过评估生态系统服务、确定最优PPF曲线，进而建立并计算不同情景下的权

衡强度指数，可以为湿地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未来规划与管理科学依据。构建的模

型使用方便、定量计算，可灵活地用于一系列管理规划和目标。该模型可以与其他模型

框架或决策系统整合，帮助管理者寻求生态系统服务的最佳配置，从而为改善湿地管理

和生态恢复提供科学依据。虽然本文仅对两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权衡强度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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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由于在实际工程应用中，三种或多种服务彼此之间相互作用，未来可考虑扩展到分

析更多的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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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ing the intensity of the trade-offs among ecosystem

services based on production-possibility frontiers:
Model development and a case study

YANG Wei, JIN Yu-wan, SUN Li-xin, SUN Tao, SHAO Dong-do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Environment Simulation, School of Environ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We developed a four-step method to quantify trade-offs among ecosystem services:

evaluate the targeted services at different spatial- temporal scales; identify whether a trade-off

exists between pairs of ecosystem services; graph the production-possibility frontier curve; and

use that curve to calculate the trade-off intensity between services. Using China's Yellow River

Delta wetlands as a case study, we examined the potential trade- offs between material

production, carbon storage, and habitat quality under three land- use scenarios (business- as-

usual, protection, and exploitation). We foun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all pairs of the

three ecosystem services. Trade-offs existed between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habitat quality in

all scenarios, with the following order of intensity: protection (6.4) < 2015 status quo (21.8) <

business as usual (22.5) < exploitation (24.3). Synergies always existed between habitat quality

and carbon storage. The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carbon storage services were synergistic in the

protection and business as usual scenarios, but they exhibited a trade- off in the exploitation

scenario, with a trade-off intensity (59.9) comparable to that (60.3) in the 2015 status quo. The

methodology can be flexibly used to analyze trade-offs and compare alternative management

plans, thereby revealing the optimal management, which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Keywords: trade- offs intensity; ecosystem services;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Yellow

River Delta wetlands

2528


